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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位于日本西部，坐落于京都盆地的北部和

丹波高原的东部山区。“京都”原指天子居住的地方，

即首都，到了平安朝后期，这一专有名词逐渐作为地

名而被人们普遍使用。①从 794年桓武天皇(781至

806年在位)迁都平安京到 1868年东京奠都，其间京

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它作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

和文化源点被称为“千年古都”。

朝鲜与中国文士分别于十五世纪和十九世纪七

十年代开始造访京都，并写下了不少纪行作品。其

中，出使日本的朝鲜文士有通信使②庆暹③(1607年出

使)、姜弘重④(1624年出使)、任絖⑤(1636年出使)、申维

瀚⑥(1719年出使)、曹命采⑦(1747年出使)、赵曮⑧(1763
年出使)和修信使⑨金绮秀⑩(1876年出使)等人。这些

朝鲜文士主要是在室町至明治时代(约十五至十九

世纪)出使日本，所以无论在理性还是情感上，他们

都将天皇居住的京都视为日本的精神首都。先后出

使日本的中国文士则有何如璋(1877年出使)、黄遵

宪(1877年出使)、王韬(1879年出使)、李筱圃(1880
年出使)、黄庆澄(1893年出使)等人，尽管他们都是

在日本迁都东京之后赴日的，但都将具有千年文化

传统、体现出浓厚中国文化氛围的京都视为心目中

日本的文化之都。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后来的中

国文士还是先到的朝鲜文士，在亲身游览了日本后，

他们的日本观都发生了变化。通过书写日本京都，

他们反观与之有文化差异的母国首都的文化品格和

文化精神，并通过文化交流实现了对他者文化身份

的认同。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试图从比较文学形

象学、文学地理学等视域研究中朝两国文士书写京

都形象的异同，并进而剖析他们之所以制造出偏离

现实原型的京都“幻象”的内在原因。

一、“四神相应”：京都的自然形胜

京都的前身平安京是依据其被众山环绕的地理

优势建造的。桓武天皇充分吸取源于中国的阴阳五

行思想和“风水说”的精髓，对京都进行了理论堪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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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造，将五方五色的思想转化为青龙、白虎、朱

雀、玄武“四灵”或“四神相应”，在城市总体格局中

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

玄武作为四种神灵，形成山、川、道、泽等不同地势的

组合”。具体而言，“四神相应”是指东方青龙(流
水)、西方白虎(长道)、南方朱雀(水池)、北方玄武(山
丘)，这是代表吉祥的最佳地形。诚如桓武天皇对平

安京地形的描述：“此国山水襟带，自然作城。因斯

形胜，可制新号，宜改山背国为山城国。又子来之

民，讴歌之辈，异口同辞，号曰平安京。”“形胜”一词

透露出平安京都城理念中的风水思想，符合包括中

朝赴日文人在内的所有儒学者对都城选址的总体想

象与中朝两国建造本国都城的实际情况。晋人郭璞

所著《葬书》认为，风水宝地的地理因素应该符合以

下几个条件：一是地形呈现西北东三面护卫的马蹄

形，即北面有高大的靠山，东西两边以山护持并呈合

围状；二是腹地视野开阔，水深土厚；三是水从主峰

前流过，呈缠绕状；四是方位坐北朝南；五是龙穴(吉
祥之地、生气之地)位于主峰前的山脚下。京都满

足了郭晋提出的所有选址原则，是“州之地膏壤沃

野，宜五谷桑麻，民力农蚕被服，饮食饶乐”，“土厚

水甘，居之不疾”，“山围水抱，地衍土沃”的吉祥

之地。日本人受到“中国阳宅书籍《皇帝择京》的影

响”，接受了中国四神相应的风水说，但其文化传

统中缺乏“气”的观念和信仰，认为风水是判定善恶

的神秘力量之源，因此对中国的风水理论进行了修

正，认为“龙穴”不是上天之气，而是大地之水，是泉

水涌出的地方，即作为水神的龙居住的巢穴。京都

宫城南面的水泽，即大地之水，就相当于“龙穴”。

由此可见，京都的风水注重的是地利，其地理位置适

合居住。

对于京都这样极其难得的上佳地形，朝鲜通信

使申维瀚和中国文士王韬都有所感言：“倭京……北

有爱宕山，雄峙修拔，是为镇山……东有险岭之阻，

西控两关之固”(《海》：302)；“西京为日国向来京都，

即葛野、爱宕二郡之地，襟山带河，自然作城，博大垲

爽，天府之国。左环鸭水，右抱桂河，而北枕山冈，其

南则为二水合流处，形势雄壮，甲于神州，其险固亦

易于据守，桓武天皇建为新京而定鼎焉”(《扶》：

401)。京都的北面是镇山爱宕山，西来的鸭水和东

来的桂河合围其南部，这就使京都北有北山(玄武)，
南有小池(朱雀)，东有鸭川(青龙)，西有沿御室川河道

的山阴古道(白虎)，成为“四禽叶图”之地。在王韬

看来，这就如同紫禁城建于景山和金水河的怀抱之

中，但是紫禁城的景山和金水河毕竟是人工建造的，

整个北京城南面也没有天然的大江大河，无法媲美

京都北山南河这一自然天成的“山河襟带”的天然

优势，因而，他由衷地发出了京都“形势雄壮，甲于神

州”的慨叹。

不仅如此，京都还“东有险岭之阻，西控两关之

固”。其东部越过高野川和山岭，南北又横亘着巨大

的琵琶湖；西面绵延着山阳道和山阴道，南面过去

曾有巨椋池，越过平原、丘陵的大阪与奈良，就是浩

渺的大海。正因如此，王韬才称赞其“襟山带河，

自然作城……形势雄壮……其险固亦易于据

守”。何如璋在登上西京最高处的华顶山后，如此

描述其地形：“楼据山巅，俯瞰全城，历历在目……

周环数十里，气象殊狭。贺茂川萦带之，山水清

丽。”再远眺，则隐约望见西京“南连大阪，襟内

海；其西则山阴、山阳二道 (所谓关西十六州

也)”。于是，他不禁赋诗赞叹道：“乘兴来登第一

楼，楼前烟景接天收。东屏叡岭南襟海，俯瞰关西

十六州。”(《杂》：120)朝鲜通信使曹命采也认为西京

“壮丽弘敞，则实有帝王都气象”。

朝鲜士人描述京都风水的文字明显少于中国文

士，这一点正表明了朝鲜对于日本的文化优位意识：

只有朝鲜才承袭了儒家礼治文化的衣钵，是文明的

化身，而日本则是不文明的夷狄。因此，朝鲜使团

成员在官船刚靠岸时，就穿上了“大明衣冠”以“显示

正宗文明之所在”，还通过发起与日本人的文化竞

赛传播汉文化以及朝鲜的优秀文化。另外，朝鲜通

信使到日本后发现，日本很多建筑的规制、权力等级

划分相当混乱，僭越礼制之处比比皆是。由此，许多

朝鲜通信使甚至不肯承认日本的都城是遵循“阴阳

五行”与“风水理论”而建。只有像申维瀚这样不希

冀谋取功名的文学家才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描

写了按照“风水理论”所规划的京都城址。

那么，自诩承袭儒家礼治文化衣钵的朝鲜又是

··6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5 外国文学研究
FOREIGN LITERATURE

否真正遵循了“阴阳五行”与“风水理论”来修筑他

们自己的都城汉阳城呢?朝鲜朝在京城选址时采取

了依山势而定的“四神砂”原则，即确定北面的白岳

山(北岳山，北方玄武)是其主山，龙脉延绵至北面的

三角山(现在的北汉山)，直插云霄，承接上天的元气；

白岳山向南，龙脉则延伸到景福宫后堆土成山的蛾

眉山并成为王气孕育之所，蛾眉山的南面是王妃居

住的交泰殿(阴)，交泰殿的南面经过两仪门则是龙穴

康宁殿(阳)的所在。此外，白岳山的右侧是仁王山

(西方白虎)，左侧是驼酪山(东方青龙)，南边是南山和

清溪川(南方朱雀)。为了实现负阴抱阳、山水结合、

构筑福地的目的，朝鲜人也按照八卦的理论采取了

自西北向东南引水入宫的方式。源于承接上天元气

的三角山的具有王气的水流，经过五峰山抵达白岳

山后汇流进景福宫的交泰殿、康宁宫与勤政殿，进入

王宫的河水被称作锦川(明堂水)。为了保存王气，朝

鲜人建造永济桥以界水则止，永济桥以东的水流被

称作禁川。由此可见，能够被称为明堂的区域就是

勤政殿前的广场，而明堂之穴则在勤政殿内的东南

角，这是朝鲜王宫“基于风水观念发端于崇祖孝亲的

思想”、在阴宅明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堂穴位

堪舆选址法，像学者朴奉柱等人甚至认为父母、祖先

才是自己的守护神。

朝鲜人的这种崇祖孝亲的风水思想源于郭璞

《葬书》：“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父母

骸骨为子孙之本，子孙形体，乃父母之枝，一气相荫，

由本而达枝也。故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

也。地美则神灵安，子孙盛。若培壅其根而枝叶茂，

理固然也。……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父母子

孙，本同一气，互相感召，如受鬼福。”这种为祖先选

择风水宝地、修建坟墓以荫佑子孙的观念，反映了中

国古代的孝道思想，体现了“仁”的道德原则，而孝是

仁之本，讲仁就是为了尽孝，孝即是忠。孔子曰：“君

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

深远影响，古代朝鲜人始终将忠孝视为国家、家族乃

至个人生活的准则。他们“为帝王找到一块吉祥地，

是为尽忠；为父母找到一块吉祥地，是为尽孝。但无

论是帝王还是普通百姓，找到吉祥地，都是为了自身

的利益，帝王是为了永延帝祚，百姓是为了福荫子

孙。从最高统治者到下层百姓，全社会都在寻找那

块充满生气的吉祥地”(《紫》：7)。中朝两国人的不同

之处在于：中国人给父母、祖先建造阴宅时根据阴宅

风水，而给自己和子孙建造阳宅时是根据阳宅风水；

但朝鲜则一概依据阴宅风水理论“去选定阳宅与阳

气”，尤其像汉阳的景福宫四周都以山岳为靠，“这

是受到中国《狐首经》《锦囊经》等‘阴宅说’影响的结

果”。因而，与其说这体现了朝鲜人仁者乐山的情

怀，倒不如说是表现了朝鲜人注重阴宅风水和孝道

的人文精神。由此可见，汉阳的风水观念关注的是

人伦之风水。

作为风水说发源地，中国的都城北京注重的则

是一种天时之风水。具体而言，北京左环沧海，右拥

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天寿)，是王不得不可为王

者之地。而且北京地处南北交通要地、东西水路交

汇之所，因而适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其镇山天寿山是自昆仑山经太行、燕山而至的

龙脉凝结之处，但由于天寿山前平原广阔，没有山岳

可作为脊山，所以明朝人就在平地上以人工堆土的

方式垒起了万岁山以作为“龙穴脊山”，也即镇山，从

而使龙脉在此结穴，即交泰殿所在。由此，紫禁城便

名正言顺依山而建，实现了风水所要求的“负阴而抱

阳”的建城原则，且“这条龙脉直接与天上的元气相

通，使宇宙的生气贯注于紫禁城中”(《紫》：131)。同

样，因为仅有山还不能达到古人对建造都城的理想

目的，必须配以水，只有山水结合，负阴抱阳，才是完

美的福地，于是明朝人就设计让源自天寿山的积水

潭之水由西北向东南沿万岁山西麓而下，注入紫禁

城的护城河中，从而解决了北京南面没有天然的大

江大河的问题。最终，北京在自然界大风水的内部，

又巧妙地营造了一个内在的小风水环境。与此同

时，建造紫禁城的风水原则又反映了古人宏大的宇

宙思想：

紫禁城通过万岁山、金水河、天寿山、燕山、太行

山与昆仑山一脉相连，通过山把天上的元气引入紫

禁城之中，藏于天地昆仑交会之处，这是紫禁城的宇

宙生成之道，即“气”。天上以北极星为中心，所有星

宿皆围绕着它而布局，北京城以中轴贯穿全城，使天

下所有的山川皆围绕着它而分布，皇帝坐镇太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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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辰贯乎中天，“南面而听天下”，这是紫禁城的宇

宙结构。(《紫》：7)
由此可见，中国都城北京的风水注重的是上天之

风水。

总之，当时中朝两国都城北京、汉阳的选址和建

造遵循的是阴阳五行与风水的理论，虽然表面上体

现为强调山与水，实际上注重的是气，即选择一处吉

祥而富有生气之地。日本都城的自然环境尽管与北

京、汉阳有所不同，但其最终的选址与营造基本上还

是遵从了源于中国的都城布局理念，因而中朝两国

文人对京都的城市建造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化认

同，这反过来又体现了中朝文士对自身的悠久历史

和深厚文化传统的自信。另一方面，分别以“中华”

“小中华”自居的中朝文士之所以充分认同京都的自

然形胜，实际上也是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言说自我，

其隐含目的在于肯定与确认本国宫殿的选址契合风

水观念，恪守传统文化：建都安国选择“四禽叶图”

“三山坐镇”的优越地形有利于维持政治平稳与国家

安定，也使得各自都城适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即成为中央集权制的视觉象征。

二、落寞抑或新秀：京都皇城的建筑与园林

中朝日三国的都城效仿的都是唐代长安城的布

局方式，体现的是一种王权思想、宫廷政治制度与

等级礼制，是中华以礼治国思想原则的体现。空

间中的内外差异与制度中的高低位置彼此对应，

空间的深度意味着政治的高度，体现了一种金字

塔型结构：皇帝(天皇、国王)端坐于空间最深处的

顶端，而不同级别的官署总体上沿着一条东南向

的斜线，从内到外按高低等级排列。皇帝(天皇、国

王)和大臣之间，沿着这条线建立起重要的联系——

信息向内向上流动，而指令向下向外流动。他们组

成单向投射的权力之眼，从顶端俯瞰并控制着较低

的外部世界。

京都模仿的是严格按照中国建筑文化建造的奈

良的平城京。京都城的中心位于其中央北部天皇居

住的皇城，即平安宫(城)。它主要由内里、大极殿、朝

堂院、丰乐院等殿舍以及官衙建筑群构成。内里是

天皇处理日常政务与生活的空间，建造在平安宫的

北半部。若以伟鉴门与朱雀门的连线为平安宫的南

北中轴线，内里则位于南北中轴线偏东，其四周筑

有内外两道墙，即内郭与外郭。内郭主要涵盖以下

建筑：

内郭之内以宫殿建筑为主，共建有二十余个殿

舍，其中，紫宸殿为内里的正殿，是举行即位、朝贺、

御前会议、节会等各种礼仪的场所；位于紫宸殿西北

侧的清凉殿则是天皇常住的殿舍，也是天皇面见群

臣、举行御前会议的场所；在紫宸殿、清凉殿的北方，

是后妃居住的空间。内里之南设有大极殿、朝堂院、

丰乐院。大极殿位于朝堂院之北，二者相连构成大

极殿-朝堂院区域。该区域位于平安宫的南北中轴

线上，南北长度是 156丈；大极殿的东西宽度是 42.4
丈，朝堂院的东西宽度为64丈。

平安京的大内里与内里有很多宫殿，辉煌程度令人

惊叹：

整个大内里的规划是完全模仿中国的长安城的

皇城。大内里的正中是处理政务的八省院，八省院

的主殿是太极殿(两翼处建有青龙、白虎两楼)，丹楹

碧瓦，朱栏青琐，金珰玉础，透出雄壮威严的气势。

到平安时代末期，大内里开始凋落，天皇居住的内里

也屡遭损毁，不得不到外面临时设立皇居，或者借住

在摄政或关白等外戚的家里。

镰仓、室町时代，皇居的规模大幅萎缩，而从织田信

长开始，一直到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他们都在不

断地修缮与扩建皇居，最终使皇居恢复到九重殿

门的规模。江户时代，皇居屡遭火灾，此后几度重

建，我们今天看到的京都御苑是安政时期 (1854-
1859)营造，“京都御苑外墙是石墙，今出川街(北)、
乌丸街(西)、丸太町街(南)、寺町街(东)分别形成御

苑的外围”。

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的十五至十九世纪初，京

都还是天皇居住的地方，虽然皇宫因经历战乱、火

灾、地震而多有毁坏，宫城的居住面积大为减少，但

由于天皇仍然居住其中，幕府政权就不得不派人来

修葺或重建，因而宫城相对来说还比较完整；而到了

中国文士造访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天皇已经迁

居东京，旧宫城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因此，这一

时期中朝两国士大夫所撰写的赴日纪行文学对京都

宫城的描写就有显著不同，体现出了各自的叙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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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情感色彩：朝鲜通信使着重描写京都宫城的内

里建筑格局、“寝殿造”的建筑样式等，并在一定程

度上描写了宫城后花园的园林景致；中国文士则不

再描写已经被遗弃的宫城建筑，而只着眼于宫城后

花园的风景。

朝鲜通信史申维瀚在《海游录》中写道：“至第三

城门，是为宫城。有垣而无壕堑，不设炮楼，制度华

美，似我国宫墙；而亦甚高大。”(《海》：328)在此，申维

瀚着眼于京都宫城的宫墙，可见京都宫城因缺乏“壕

堑”“炮楼”这些在中国都城与朝鲜都城都特别重视

的防御设施而不足称道，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有其建

筑形制的“华美”。与此同时，申维瀚在“言说他者”

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言说自我”，他立即联想到京都

宫城的宫墙“似我国宫墙”，可见朝鲜宫城的城墙并

不太高；比起同时代的紫禁城而言，防御能力也太不

强。所以，“为了防备那些始料不及、突如其来的危

害，排遣不可名状的恐惧感”，为了更好地保护国王

或天皇，朝日两国的宫殿基本都建造在山脚下，“一

面有市街围绕着平地，一面将城墙延伸到背后的山

顶”，并且在山顶上修筑起坚固的山城-防御工事，

这就有利于宫人在王城(皇城)被攻破时退守到背后

的山城进行最后的抵御。

与申维瀚对京都宫城的描述类似，稍早前使行

日本的庆暹在他所撰写的《庆七松海槎录》中，详细

比较了京都宫城与关白宫的不同：“天皇宫在东北，

周回不广，且无园踰城池之设，仅如将倭之第。关

白宫在西，高楼五层，粉堞四周，凿水为濠，因地设

险……关白宫后有小丘，如覆甑之形，谓之甑山。秀

吉营第于其上，极其壮丽，名之曰聚乐宫。”在深受

儒家礼治思想影响的朝鲜文士庆暹看来，天皇应该

是全日本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物，所以皇宫的建

制也应该是等级最高的，就如同紫禁城在中国的建

制等级最高一样，可是日本天皇宫城的建制却远不

如关白宫。究其内在缘由，申维瀚认为：“在昔，天皇

擅威福，置三公六宫以厘白工，置大将军统理军政。

中世以后，大将军自为关白而执国命，所谓天皇，尸

居其宫，号令不出王城，只以年号历书行国中，银货

恪宝字而有什一之税，爵帖用公章而有谢恩之礼，又

以圻内百里奉汤沐。”(《海》：302)诚如申维瀚所言，在

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中世镰仓幕府至明治维新时

期，日本的皇室逐渐势弱，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的不是

天皇而是幕府将军，天皇只是掌握着神权，而幕府将

军自从室町时代起就成为“武士拥护的中心，逐渐变

成谁要反对幕府，谁便犯下了叛逆的罪状；纵然皇室

想倒幕也不例外，甚至天皇想要复辟，还会被人民认

为是叛逆，称之为‘天皇御谋叛’，这种观念一直到

明治维新才有了转变”。因此，日本天皇御所的规

模要小于幕府的城堡格局。大阪城、二条城、日光

东照宫的金碧辉煌都显示出幕府大将军的权势比

天皇更胜一筹。御所无护城河、高城墙、三殿之制

等设计，弱势的天皇皇宫也不需要像紫禁城一样仿

造宇宙天极的同心圆作为中心(详见『鮮』：125)。正

因如此，“严格恪守儒家的礼制观念并且早已内化

为道德习惯”的朝鲜通信使从儒家礼制文化的视

角看到“日本关白僭越礼制、架空天皇地位夺得实

权”(『鮮』：125)、关白宫的建制超过天皇宫城建制的

现象时，十分难以理解，而且他们在描述天皇这位

有名无实的“尸居其宫”者时也出现了难以言状的

困惑。

不同于朝鲜通信使侧重于描写京都御所，中国

文士着重描写的是京都御苑。中国文士抵达日本的

时间晚于朝鲜通信使，游览京都的时间多在明治维

新成功后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朝鲜修信使来

到日本的时间相同)。这一时期，天皇已经迁居东

京，所以中国使节就不能以致送国书的名义拜访京

都御所，其他中国文士也“仅能于门外瞻望，不能入

也”(《扶》：402)，而只能绕行御苑，从远处观察御所的

大致轮廓。王韬曾指出，京都御所的“宫殿制度，亦

如日本富贵家屋宇，但稍宏广华焕耳”(《扶》：402)。
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曾有过详细的描述：

御苑诸建筑是“丹楹碧瓦、金珰玉础、朱栏青琐，地面

铺的是石砖，屋脊上的鸱尾高高翘起”。相对于壮

丽雄伟的紫禁城，京都御所显得更为素雅庄严；紫禁

城彰显出皇帝唯我独尊、天下一统的“建筑意”，由离

宫改建成的京都御所反映的是日本人崇尚自然的美

学意境。但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以池泉为中心形成

的景色自然、闲静、幽雅的回游式庭园，在当时却呈

现出一片“隍椠甚狭，且少水，殆淤塞”的废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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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对此，中国文士的心里不禁“窃窃焉而兴禾黍之

悲……势之所迫，无可如何，东迁之举，匪所得已”

(《东》：366)的历史兴亡之叹。实际上，在这种深重的

慨叹当中也蕴含着中国文士对日本礼治文化衰亡的

忧虑与落寞，因而他们看到遵循中国儒家礼治思想、

深受中国唐代建筑文化影响而营造起来的京都宫城

(即原平安京的缩减版)紫宸殿里所悬挂的董仲舒、郑

康成等“屏图三代汉唐名臣”时，不禁吟诗道：“三代

名臣暨汉唐，殿屏图列古冠裳”(《杂》：119)，并且感

叹：“中土流风远矣哉。”(《使》：97)与此同时，他们又

为承袭中国建筑文化基因的日本古都城的衰败而感

喟不已。

既然因为施行虚君制或迁都而无法拜谒天皇，

那么京都的皇居也只是徒具躯壳，但中国文士却仍

然在京都皇居里感受到了多重滋味。他们一方面直

面京都宫城废址(内里、皇居)“屋多坍塌，现有工匠修

理开沟”的败象，感喟其“剩水残山旧国都，前王宫

阙半荒芜。司阍老吏头垂白，犹记当年辇道无”

(《杂》：119)，“翠华驰道草萧萧，深苑无人锁寂寥；多

少荣花留物语，白头宫女说先朝”(《杂》：119)，继而

又慨叹“前王宫阙”的物是人非以及王朝政治统治的

兴衰无常；但另一方面也从由宫城自然延伸的御花

苑中感受到了别样的妙趣。譬如，何如璋曾描写

道：自己来到“日王旧宫”，在守吏的导引下游历了

“殆无人迹”的紫宸殿，当他“循殿西行，转数折，过

曲廊，涉后园”来到御花苑深处时，看到“落叶满阶，

鸣禽在树，水喧石罅，泠泠然如闻琴筑声”，而这脉

从石罅中泻下的瀑布就是“青龙瀑”，瀑布下面的

“池上草树繁茂，尤多苍松”(详见《杂》：119)。于是

他顿感自己遁入了远离尘世的深山老林，继而陷入

沉思：“静对片时，尘虑俱息”，恍惚间竟然“几不知

游迹之在王宫也”(详见《使》：97)，遂忘情赋诗道：

“蟠曲苍松拂栏低，池边芳草绿萋萋。忘机却有穿

林鸟，不管游人只管啼。”(《杂》：119-120)与此相仿，

来到御花苑的中国文士李莜圃也留下了赞美的文

字：“苑中树木，梅花极为苍秀。”由此可见，中国文

士并不注重描写京都宫城的建筑形制，而是将焦点

放在御花苑上，这说明他们真正领悟到了日本庭园

的妙趣和美感，认为日本人“将庭园与住宅有机地联

系到一起”，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即“庭园是

住宅的延伸，而住宅也因为庭园的存在而显得更加

美丽。庭园是日本建筑所特有的内容，如果将庭园

舍弃掉的话，那住宅的价值也就几乎为零了”。对

此，曹林娣等学者进一步提出：“日本园林不注重建

筑，而重视叠山理水。”由此可见，日本的庭园(园林)
具有等同于住宅(建筑)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地位

还略高一些。

相对于中国文士淡然勾勒出京都宫城花园秋日

景致的落寞、宁静与苍秀，朝鲜修信使金绮秀笔下的

京都皇宫内苑则呈现出“满地芳草，树木参天，时有

溪水泂渟，架以长桥，平衍幽夐，亦自可爱”的一番

春日蓬勃向上、各类花草争奇斗艳的美景。同样是

以“御花苑最深处”的景致为对象，金绮秀的描写就

不像何如璋笔下的秋日那般苍凉，而是满地芬芳的

花草和“溪流潺湲，上有飞瀑”，显得“景致绝胜”。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平安朝时代京都苑池中那种“林

中放养着鹿，池中浮满了荷叶，盛开着美丽的莲

花”，落泉宛如瀑布般富有情调的园林意境。自然，

这与金绮绣时值春季到访京都御苑有关，但也与他

作为修信使想全盘学习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明

确目的有更直接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朝鲜修信使

与朝鲜通信使的对日立场有较大的不同。正如前文

所言，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时，尽管朝鲜在军事、政

治、经济上处于劣势，但在文化，尤其在汉文化的继

承上却处于优势。为了彰显这种优势，朝鲜派出了

文采卓越的重臣担任正副使，使团成员也大多是诗

人和博学多才之士。面对曾经侵略过本国的敌国，

朝鲜通信使，尤其是首次参加赴日纪行的朝鲜文士

都不愿去描写作为日本政治、文化象征的京都皇宫

内美好的景致。然而，随着时代变换以及对日本更

深入的观察，一些求实的朝鲜修信使对日本的认知

也发生了改变，这主要集中在他们对日本市肆经济

及一些自然风光等无关“华夷之辨”的内容的书写

上。这一时期，朝鲜朝希望通过学习日本的政治、文

化、教育，向西方文明靠拢，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

的。因而，修信使金绮秀此时对日本皇宫美丽景致

的描写也就并非偶然了。

由此可见，中朝两国文士对京都宫城的描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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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当时中朝两国

的社会现实差异。首先，在甲午战争前夕出使、游历

日本的中国文士对日本的认知是粗浅的、被动的。

他们对日本的国情知之甚少，一味固守传统的礼制

文化导致大部分人的思维依然停滞在天朝大国的迷

梦当中，从而仍将日本想象成“蕞尔岛夷”，并且持有

一种“莫名其妙的蔑视”。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修

好条约》结束了几千年来两国间断式延续的朝贡与

册封关系。但是日本却并不满足于此，随着其经济

实力和军事势力的空前增强，它企图成为亚洲的新

霸主。此时抵达京都的中国文士依然根据从前在书

本中认识的京都皇居去感知日本皇宫，结果却失望

地发现那里早已人去楼空、今非昔比，不由得滋生出

历史剧变、兴衰无常的喟叹与感慨。

朝鲜通信使使行日本的年代正值明朝中后期，

即日本的江户时期。此时，朝鲜刚刚经历了壬辰年

间日本军队的入侵，因而朝鲜民族普遍怀有仇视日

本人的民族情绪。朝鲜文士虽自诩比日本更彻底

地贯彻了儒家礼治文化，而怀有一种文化优位意

识，但出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考量，他们又

认为适当开展对日贸易是十分必要的(详见『鮮』：

32-189)。因而朝鲜通信使于此时出使日本时，一

方面密切关注体现儒家礼制的皇城格局，另一方面

则更注意观察皇城的防御设施，以便向国内传递重

要的军事情报。

三、繁华抑或宁静：京都市肆经济与民居民风

朝鲜通信使使行日本时，正值日本幕府摄政的

江户时期，他们看到的是天皇掌握神权、幕府将军掌

握政权的“双重结构”的虚君制度；而中国文士在明

治维新之后抵达日本之时，天皇虽已重获政权，不过

彼时日本已迁都，京都不再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但

是，尽管如此，由于京都长期是日本朝廷的所在地，

因此即便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其文化艺术底蕴依

旧深厚，在很长一段时期仍然起着文化中心的作用；

另外，京都的经济体量也依然巨大，在迁都后的一段

时间内，京都仍然是日本的商业中心之一。因而，分

别在天皇迁都前后来到京都的中朝两国文士所记录

的京都城市格局、生活样态大致相同。中国文士黄

庆澄在《东游日记》中曾描写道：

二十三日，往观旧皇居。西京古有左右二京、九

条大逵。今所存者左京也，仅有六条逵，分为上下

京。旧皇居在上京第一条，即所谓平安城也。皇城

外有加茂川，绵亘南北，历二条、三条、四条、五条、七

条各逵，沿堤架桥，以便来往。其地街道洞达，井井

不紊，群山环抱，深翠如滴。(《东》：366)
朝鲜文士庆暹也曾描写道：“闾巷道路方通四达，每

一町[六十步为一段，十段为一町]有中路，三町为一

条，条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条。”由此可见，平安

京从北向南共九条路(称为“条”)，以皇宫为中心向

东、西各辐射出四条路(称为“坊”)，这使得“整个平安

城像围棋盘一样，被东西南北的大街小巷分割成小

块，其中心区域是大内里，即天皇住所以及各个政府

部门集中的地方。大内里位于平安京的正北方”。

平安京的这种城市布局基本上沿袭了唐代长安城的

条坊制，只是有些地方相异于中国“外郭城-皇城-宫
城-禁苑”的城市布局，采取的是没有明显外郭城的

“皇城(京域)-宫城(平安宫)-禁苑(内里、大极殿、朝堂

院与丰乐院)”的布局。

实际上，朝鲜新罗朝的新罗坊也采取了这种城

市布局方式。统一新罗时代的庆州都城全域共分成

55 个“里”，每个“里”包括 6 个“坊”，共计 330 个

“坊”。尽管庆州都城模仿了唐长安城的形制，却没

有像平安京那样成为左右对称、井然有序的所谓“条

坊制都城”。时至朝鲜朝时期，朝鲜无法模仿已经

被中国废弃了的封闭的里坊制模式，“而且[汉城的]
地形条件也不允许里坊制的大规模实施。里坊的围

墙倒塌后，才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街道，集权统治控制

下的‘市’也分散融入街道和平民之中”。朝鲜朝时

代的京都汉城继承庆州、开城的建设经验，在宫殿位

置、干道规划、礼制建筑等都城布局上仍然采用源自

中国的方格网道路体系，规划了中轴线道路，以“展

示王权的威严”，即“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城区中心部

分，主要街道呈现出方格网的形态”(《朝》：41)。与此

相对，其他部分的道路体系则因其多山的地形所限，

“不再可能完整地模仿中国的都城制度”(《朝》：41)，
所以朝鲜人只好将建筑建于地势起伏、略显椭圆形

的山间盆地上，最终使城市布局呈现出“依地势的等

高线走向和河川流向布置形成众多的小街巷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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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31)的样式。由此看来，朝鲜汉城的城市布

局是山城传统、风水说、地形、天朝礼制秩序等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复合的都城布局样

式与中国的长安、南京、北京等“主要是在平坦广

阔的地形上，在预定规划下建造，其规模宏大、规

划完整、秩序严格”以彰显“封建伦理和高度集中

的皇权”(详见《朝》：42)的都城城市布局样式有较

大的不同。

在京都由日本的政治中心变为文化与商业中心

的转型期，抵达此地的中朝两国文士在宫城之外看

到的市肆空间布局或京都人的生活样态大致相同，

但也存在差异：朝鲜文士看到了作为商业之都的京

都以及京都人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南部的

东西两市；而中国文士则看到了作为文化艺术之都

的京都以及京都人的文化活动，主要集中于其他居

民区乃至城市周边的秀美山川中。

先来看朝鲜文士眼中的商业京都：“京域的南部

设有东西二市，东市位于左京七条二坊，西市位于右

京七条二坊，各占地四町，也就是说，东西二市的位

置左右对称。”朝鲜通信使在十五世纪上半叶至十

九世纪下半叶来到京都，京都纪行的文学作品则出

现在十六世纪之后，此时为德川幕府时期(即江户时

代)。这一时期，尽管德川幕府的关白府迁至江户导

致日本的政治中心东移，“但也不能断言江户就已经

是首都。京都还有朝廷及公家、寺院神社等传统势

力，开创了朱印船贸易、掌控全国市场的京都商人

的经济实力也不可忽视”。江户时代初期，经过始

自丰臣秀吉的城市改造运动，京都市区面积迅速扩

张，最终上京与下京地区重新成为一片相连的城

区。到了十七世纪初，京都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成为

拥有近二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庆长年间，京都作为

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其规模“比起当时欧洲

最大的都市威尼斯、巴黎都要大”。朝鲜通信使的

行纪记载了百年来京都的变化。

德川幕府时期，为了发展经济、稳固统治，德川

家康在京都展开了大规模扩建工程，建造了聚集诸

国大名的武家町，重建土御门东洞院内里的主要建

筑(将公家宅邸聚集在其周围)并重编为公家町，由此

带动了集市的兴起。1624年出使日本的姜弘重云：

“自东寺至大德寺二十里，皆过市廛之中，人家之稠

密，市货之积堆，男女之骈阗，十倍大阪。”这反映了

当时日本都城商品经济初兴的情状，可与稍早前使

行日本的庆暹所见“设帐登眺，俯临都城。闾阎市

廛，鳞鳞井井，历历可数”互为佐证。与当时刚刚经

历“壬辰倭乱”的朝鲜半岛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经

济窘境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1636年，金世濂与任

絖使行日本。这一时期，尽管幕府采取了限制贸易

的锁国政策，即只允许朱印船出海贸易，但京都市肆

还是因为国内市场的发展而变得“富有生机、热闹繁

荣”(《京》：194)，最终形成了拥有近二十万人口的大

城市。从二人见闻中所称“廛市之盛、民物之众、第

舍之壮，百倍大坂”；“自东寺门前至本国寺，亦几十

余里，人家扑地，市廛居半。物货之堆积、人物之众

庶，有倍于大阪之盛”的描绘可以看出，当时京都的

经济远胜于大阪。

1763年赵曮使行日本之时恰逢明治维新前夕，

此时江户、大阪的经济急剧发展，二者开始展现出超

越京都的势头。赵曮观察京都后认为“自此闾家栉

比，逶迤转曲而行，人物之稠密，服饰之灿烂，比诸大

阪，犹似有胜，而市廛之生涯，似或少逊”，这应该是

比较中肯的评价，即在“市廛”规模方面京都开始“稍

逊”于大阪，但是在人口密度、服装制作工艺等方面

还是胜于大阪，因为“京都是日本各种技艺、制造、贸

易的主要场所，每一户大多既做买卖又在此居住，

精炼铜器、铸造货币、印刷书籍、纺织色彩华丽的

织品，织染品制作精良，天下罕见，雕刻精巧细腻”

(《京都》：204)。虽然日本的政治中心已经迁至江

户，但许多工业还是留在了京都。这一时期，京都

更是日本的时尚之都与艺术之都。关于这一点，曹

命采也指出：“人物之繁盛，服饰之瑰丽，比诸大阪，

不啻倍蓰。”

朝鲜文士对京都的态度，与根植于本民族社会

文化当中的对日本的社会集体想象以及文士们各自

独特的审美认知密切相关。尽管朝鲜士大夫们在

“壬辰倭乱”后认为日本是游离于明朝主导的“册封-
朝贡”体制之外的“夷狄”，而由此产生过鄙视日本的

民族心理，但他们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出使过程中

看到京都等日本城市“市廛夹道、百货凑集”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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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意识到日本远非朝鲜人所想象的落后国家。同

时，此时的朝鲜党争不断、政权更迭，再加上战争的

贻害，朝鲜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经济凋敝、百姓贫困，

这使得朝鲜文士们不得不思考强国富民的社会问

题，同时也为实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十八世

纪，朝鲜王朝的经济开始兴盛起来，实学思想进一步

发展，朝鲜文士逐渐走出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而转向

以实用的价值标准去重新认识日本，从而克服了传

统的“北胡南倭”的思想窠臼，摒弃了对日本的文化

偏见，萌发出东学日本的强烈愿望。这一系列思想

变化最终体现为使臣们在游记中开始客观地描述一

个较为繁荣、富足的日本形象。

再看中国文士笔下的文化京都。相比朝鲜通信

使而言，中国文人描写京都的时间较晚，即在十九世

纪的明治维新前后，尤以明治维新之后居多。这一

时期，日本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早已转移到江户

和大阪两地，京都人口流失、住房数量减少，到处是

荒地。因此，与其说京都呈现出了安闲宁静的景象，

不如说那里已经出现了闲散冷清的败象：京都的各

町被围墙和水沟环绕，形成了一个个由围墙包围的

清冷街道，甚至成了一片幽静的废墟。因此，这一时

期中国文人笔下的京都书写就迥异于朝鲜通信使所

描写的京都市肆的繁荣，而是表现了风景与人文之

美。何如璋、王韬、黄庆澄等人便描摹了京都的旖旎

风光、文柔民情和恬淡的气象：

西京街道平坦，气象隐秀。初入界时，竹阴覆

道，涧流潆洄，饶有幽趣。往各书肆访古书。西京多

古本佛经，价颇不贱。(《东》：365)
民俗文柔，喜服饰，约饮馔。其质朴不及九州，

视大阪之浮靡，则远过之。(《使》：96)
自檀原以来，都会之隆，以此为最。或曰西京土

厚水甘，居之不疾。其人性禀宽舒，心思沉静，文士

彬彬温雅，武勇则不及关东；北山乡民，朴素尚存古

风。西京妇女尚艳冶，工涂饰，明妆丽服，倾炫一

时。(《扶》：401)
过[西京]加茂川，川中多沙，碛水甚浅。居民沿

堤搭棚，架于川上，以为纳凉之所。傍晚游人梭织，

妇孩哗笑之声不绝于耳。(《东》：367)
这些文字一是表现了京都“饶有幽趣”的街景。整个

城市“涧流潆洄”，流淌着潺潺的流水”，加上“竹阴

覆道”，“道路两侧柳树荫道绵延不绝。垂柳的绿枝

弯曲摇曳，轻拂宽阔的大道”(《京都》：167)，使人在

仲夏季节也能感受到一种清凉的快意，“西京土厚

水甘”，又让其市民“居之不疾”，从而深远影响着他

们的生活，而所有这些又让游历者深感其幽趣盎

然、“气象隐秀”。在这样的街景当中，游历者还看

到如“梭织”般众多的“游人”，也可以听到“不绝于

耳”的“妇孩哗笑之声”，可见其城市之繁荣。二是

展现了京都的民俗文柔。作为一座古都，京都的居

民在继承了上千年来日本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接受

了儒家和佛教文化的洗礼，其“文士彬彬温雅”，“其

人性禀宽舒，心思沉静”，其文化素质与文明程度

自然属于上乘。这些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文化气

息滋润着民众，竟连“北山乡民”也都变得“朴素尚

存古风”，京都民俗显现出“文柔”的特质。三是刻

画京都人追求时尚、工艺精湛的服饰。京都历来

以时尚的服饰与精湛的工艺闻名日本，纺织品色

彩华丽，针脚精巧细腻，制作相当精良。对此，日

本学者奈良本辰也描述道：“富豪的夫人们选定一

个豪华的场所，在那里展示自己带来的衣服，炫耀

衣着的富丽。比赛并不使用今天时装表演中的模

特，夫人们作为模特亲自登场。裁判对每一轮登场

的时装都进行评判，最后得分最高的一方获胜。”

(《京都》：205)
对于京都的景致，黄庆澄的描写则更加宏阔：

“其地街道洞达，井井不紊，群山环抱，深翠如滴。今

日午前，尝登山览西京全胜，见其酝酿深厚，平远之

中，自有归宿。”(《东》：366)川端康成的细腻描写可以

成为其佐证：“京都作为一个大都会，可谓树木青翠，

秀色可餐……尤其眼下时值春天，东山上的嫩叶青

翠欲滴。晴空朗日，望得见睿山上的新叶，绿意油

油。”在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尽管中国文人留意

到京都周边的群山上“深翠如滴”的一面，但他们却

没有描写其他的山色与不同时节的植物。要知道人

们往往会在京都“远眺环山的鸭川河畔风景，春天有

樱花装扮，秋天有红叶映染，此地乃山清水秀之地”

(《京》：147)；尤其是当“岚山山腰的山樱盛开时”

(《京》：251)，当人们“望着一簇簇红垂樱时，顿时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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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意盎然……连纤细低垂的枝头也开满了嫣红的

重瓣樱花。樱花丛中，与其说是花开树上，倒不如说

是枝丫托着繁花朵朵”。黄庆澄对京都城内“街道

洞达，井井不紊”的印象是从山上俯瞰京都市景获得

的宏观感受，但从微观角度看，中国文人对京都城内

市井文化的描述显得十分粗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文人较为全面地

书写了京都周边景致与市井生活，但是笔触并不细

腻。究其原因，除了初次到访京都且游历较少之外，

还与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有关。中日两国自明初以

后便断绝了官方的往来，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

恢复交流，彼此缺乏随时势而更新的必要的了解与

认识。不难想象，中国文士按照本民族的价值观去

审视他者，对日本社会的总体想象也必然掺杂着文

化误读。因而，他们在踏上日本的土地后，首先关

心的是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接受情况，以及日本人

是否按照儒家礼制规划与建造了京都，是否按照儒

家的教义形成了优良的民风民俗。直至他们在游

历京都而获得了丰富的体验，目睹了京都的自然形

胜、宫殿格局、城市布局、民风民俗后，才在一定程

度上消解了历史上将日本人视作倭人与蛮夷的社

会总体想象和鄙视日本人的潜意识。遗憾的是，中

国文士却没有着墨于京都繁华的市肆场面。不过

有一点需要提及，在此后的东京之行中，他们开始

充分描绘东京商品经济的繁荣之景，这就说明他们

逐渐摒弃了华夷思想这一阻碍人们观察日本现实的

巨大障碍。

结语

中朝两国文士从地理形胜、皇宫格局、城市空间

布局及其功能这三个方面详实书写了京都形象，但

他们笔下的京都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们分别

是按照注视者所属文化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

产物，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而存在”。也

就是说，形象的书写实际上指的是书写者依据母国

的文化价值对异国社会的总体想象。

中国文士带着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眼光俯视日本

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刚刚建立

外交关系、甲午战争尚未爆发之际，他们更多的是从

自身文化和文学的优位视角审视日本，而这种对日

本形象的描述是基于一种想象，是按照作者所希望

看到的样子对他者形象的塑造。譬如，中国文士多

按照中国的风水理论与政治制度审视京都，并对其

都城选址与建造方式进行褒奖，但同时又唏嘘感叹

于京都皇宫的衰败。他们笔下京都皇城与皇宫的落

寞境况，实际上折射出他们看到中国文化在域外衰

败后深感失望的心境，但这种描述本身也漠视了他

国文化的独特性。

朝鲜通信使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他们出使日

本的时间横跨整个朝鲜朝 (相当于中国的明清两

代)。前期出使日本的文士基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

的“华夷观”以及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形成了将日本文

化“蛮夷”化的社会总体想象，尤其是壬辰战争的惨

痛经历在朝鲜文士的记忆中形成了日本人如“豺与

貅”的社会印象。但一批批朝鲜使臣在认真观察了

日本各地，亲身感受日本社会所发生的点滴变化后，

再加上国内实学思想的兴盛，他们逐渐修正了对日

本社会的负面评断。最终，朝鲜文人塑造了日本社

会经济“先进”的总体想象，继而肯定了日本习得中

国汉文化并在都城选址与宫城建筑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文化成就的现实。

中国文人与朝鲜使臣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

者着眼于京都的风景之美与人文之美，而朝鲜使臣

则着眼于京都的市肆繁盛与经济发达。这一方面源

于江户时代的京都已经由过去的政治中心、经济中

心、文化中心转变成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城市政治

中心地位的衰落导致描写内容发生了转移；另一方

面也源于书写者的不同自我选择。总之，无论是中

国文人还是朝鲜使臣，他们所描写的京都均以自己

所熟知的母国都城为标准，表达个人内心的好恶褒

贬，而且在感受他者的同时也重新审视了自我。

注释：

①“京都”一词在日本的使用没有确切的起始时间。十世

纪起，“京”与“洛”开始交替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与“京”相

关的名称有“京中”“京上”“西京”“京都”“京师”“下京”“京宫”

“京畿”“京方”“左京”“右京”“东京”“近京”“京户”“京房”“京

库”“中京”“北京”“平京”“古京”等。“京都”一词除了在《小右

记》中出现之外，在藤原摄政期(九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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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较少，而到了院政确立期(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中叶)
则使用得较多。十二世纪以后，“京都”一词被固定下来(详见

安藤哲郎「平安貴族における『京』と『洛』」，载『歷史地理学』

2016年58卷5号，第32頁)。
②朝鲜通信使是指历史上朝鲜派往日本的官方正式使

节。广义上是指十五到十九世纪朝鲜王朝派往日本室町幕

府、丰臣政府、江户幕府和明治政府的外交使节，狭义上是指

“壬辰倭乱”后自1607到1811年朝鲜王朝派往江户幕府的12
个外交使团。朝鲜通信使是朝鲜王朝“事大交邻”外交政策的

一环，它发展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加强了朝日两国

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维护两国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朝鲜通

信使(还有个别朝鲜修信使)与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中

国赴日文士一样，都对京都(包括自然形胜、建筑布局、街道市

廛或城市文化)进行了文学描写。

③庆暹 (1562-1620)，字退甫，号退夫等，朝鲜清州人。

1607年，庆暹被任命为首任赴日“回答兼刷还使”，在与日本通

使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庆暹在《海槎录》中详细描

述了朝鲜与日本在外交恢复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着重记载了

两国的多次外交较量。

④姜弘重(1577—?)，字任甫，号道村。1624年，姜弘重作

为“回答兼刷还使”副使出使日本。与其他通信使作家相比，

姜弘重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他在回国后曾任军职，军人身

份赋予他观察日本社会文化的独特视角；另一方面，姜弘重在

其《东槎录》所附的《闻见总录》一文中，详细记录并评价了他

所见到的日本社会生活。《东槎录》作为此次出使唯一留存的

文献，价值毋庸置疑。

⑤任絖(1579-1644)，朝鲜黄海道丰川人。1636年受任祖

王命以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等身份担任赴日通信使正

使。这次丙子出使，朝鲜政府恢复了赴日使节“通信使”的称

号，使团参谒了日光山。任絖根据使行见闻撰写了《任参判丙

子日本日记》。

⑥申维瀚 (1681-1752)，字周伯，号青泉，朝鲜宁海人。

1719年任通信使制述官，出使日本时作《海游录》一书，收录了

出使途中创作的大量诗文以及与当时日本著名汉学家雨森芳

洲、林信笃等人交往的笔谈资料，文采飞扬，比一般的通信使

文献更具有文学价值。

⑦曹命采(1700-1763)，字畴卿，号兰谷或兰斋，朝鲜昌宁

人。1747年3月，为祝贺德川家重成为幕府第九代将军，曹命

采以从事官的身份使行日本，并重申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他根据使行见闻撰写了《奉使日本时闻见录》。

⑧赵曮(1719-1777)，字明瑞，号永湖，朝鲜丰壤人。1763
年，副提学赵曮以通信正使的身份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他

发现了甘薯并引进朝鲜。赵曮根据使行见闻撰写的《海槎日

记》(共5卷，约18万字)是朝鲜历代通信使录中篇幅最长，内容

最详细、最完备的一部。

⑨朝鲜修信使也是历史上朝鲜派往日本的正式官方使

节，具体指 1876年朝日缔结《丙子修好条约》后，在开化政策

的推动下，从1876至1882年朝鲜分四次派往日本的使节团的

总称。朝鲜修信使的成行，标志着朝日两国间传统的交邻体

制已经转变为近代的外交关系，朝鲜开始全面向日本学习。

十九世纪下半叶赴日的大部分朝鲜修信使与甲午战争后赴日

的中国文士的日本行纪，大多是对日本经济、教育、军事等方

面的介绍，缺乏文学性，而且基本不涉及对京都的描绘。

⑩金绮秀(1832—?)，字仓山。1876年，金绮秀以修信正使

的身份出使日本。这次出使是朝鲜人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直

接观察，而金绮秀记录出使情况的《日东记游》就是朝鲜对转

变中的日本的第一份观察记录。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潮州府大埔县(今梅

州市大埔县)人，清代杰出的外交家，中日两国正式邦交的开

创者，第一任驻日公使。以何如璋为首的中国使团驻日四年

有余，他们悉心察访日本的民情政俗，深入考察日本的明治维

新，力倡容纳西方科学思想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改变封建

专制。何如璋在出使日本期间撰写了《使东述略》一书，详细

记录了驻日期间他对日本国情民生、政治军事的观察。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

应州人，清朝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77年，黄遵宪

随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一同赴日，1877至 1882年在日本生

活，对当地情况有着深刻的认识。代表作有《日本杂事诗》《人

境庐诗草》等。

王韬(1828-1897)，字紫诠、兰卿，号仲弢等，苏州长洲

人，清末维新思想家、文学家。1879年，王韬应日本一等编修

重野成斋、蕃士冈鹿门等名士邀请，赴日进行考察。在此期

间，他结识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

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一书。

李筱圃(生卒年不详)，清末文人。李筱圃于 1880年自

费前往日本旅行，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横滨、东

京等地，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日本纪游》一书。

黄庆澄(1863-1904)，字愚初，浙江平阳人。黄庆澄于

1893年5至7月游历日本，先后参观访问了长崎、神户、大阪、

横滨、东京、京都、奈良等地，与很多日本政界和文化学术界人

士以及中国驻日官员、旅日华侨交往。回国后，黄庆澄将在日

所见所闻所感整理成《东游日记》出版。在书中，他针对中国

闭塞守旧的现状提出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倡议，字里行间充

溢着改良兴国的热忱和革旧创新的忧虑。

··7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外国文学研究 2023.5
FOREIGN LITERATURE

中国传统认为天地有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别对应

青、红、白、黑、黄五色。

“四灵”是风水观念中关于地形朝向的吉祥象征。

諏訪春雄『日本の風水』，東京：角川選書，2018年，第

89頁。

玄武的形象是一条黑色的蛇缠绕着一只黑色的乌龟。

转引自德川光圀《日本史记》(第一册)，安徽人民出版

社，2013年，第181页。

转引自王子林《紫禁城风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第21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

称“《紫》”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申维瀚《海游录》(中)，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

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三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30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海》”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王韬《扶桑游记》，收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三

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401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扶》”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佚名《癸未东槎日记》，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

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二册)，第183页。

千寅鎬「韓日國都風水 比較研究」，载『國學研究』

2014年第25輯，第565頁。

详见諏訪春雄『日本の風水』，第135頁。

详见王海燕《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浙江大学

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所谓“山河襟带”，指的是群山如衣襟耸立环拥，河川如

锦带穿梭来往。也就是说，东山、北山、西山围在三面，高野

川、贺茂川、桂川等大小河川自北流向南部的低地，形成复合

扇形的京都盆地。

即今天从兵库县到山口县的面向濑户内海一侧的道路

和从近畿到岛根县的日本海一侧的道路，这两条分别是通往

长崎、对马岛的交通要道。

何如璋《使东述略》，收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
三册)，第 96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

名称简称“《使》”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何如璋《使东杂咏》，收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
三册)，第120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

名称简称“《杂》”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

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四册)，第128页。

详见徐东日、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

〈海行总载〉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1-213页。

详见葛兆光《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收入复旦

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一册)，第3页。

“风水理论”最晚在新罗末高丽初由中国传入朝鲜(详
见李秉道『高麗時代研究』，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0年，第

19頁)。
详见 『 』， ：

，2002 ，第16-28頁。

详见 『 』，第36-40頁。

朴奉柱『韓國風水理論 定立』， ： ，

2002 ，第39頁。

详见朴奉柱『韓國風水理論 定立』，封一。

郭璞《葬书·内篇》，收入鲍云龙等《四库术数类丛书》

(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收入阮元编《十三经注

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558页。

千寅鎬「韓日國都風水 比較研究」，第564頁。

千寅鎬「韓日國都風水 比較研究」，第565頁。

详见朱剑飞《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诸
葛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46页。

寺升初代「平安宮の復原」，收入古代學學會、古代學研

究所編『平安京提要』，東京：角川書店，1994年，第143-170頁。

大内里为平安京内的宫城，因平安京为二重城制度，所

以大内里也相当于中文语境中的皇城，而内里则相当于中国

的宫城。

伊东忠太《日本建筑小史》，杨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219页。

小林丈广、高木博志、三枝晓子《京都：流动的历史》，谢

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 107页。后文出自同

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京》”和引文出处

页码，不再另注。

“寝殿造”的建筑形式是日本在飞鸟时代从中国引进的

一种建筑样式。

详见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

〈朝天录〉为中心》，中华书局，2010年，第105页。

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

天录〉为中心》，第105页。

庆暹《庆七松海槎录》，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

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一册)，第232页。

河宇鳳『朝鮮後期實學者 日本觀研究』，首爾：一志

社，1992年，第 125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

出该著名称简称“『鮮』”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徐东日、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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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载〉为中心》，第158页。

伊东忠太《日本建筑小史》，第132页。

黄庆澄《东游日记》，收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
三册)，第366-367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

该著名称简称“《东》”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李莜圃《日本纪游》，收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
三册)，第168页。

指《荣花物语》，又名《世继物语》，共40卷，用编年体形

式讲述了日本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到堀河天皇宽治六

年(1092年)期间的历史。

李莜圃《日本纪游》，第168页。

详见伊东忠太《日本建筑小史》，第88页。

曹林娣、许金生《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金绮秀《日东记游》，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

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五册)，第354页。

详见金绮秀《日东纪游》，第370页。

林屋辰三郎《京都》，李濯凡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

8页。

众所周知，汉字、汉文化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

直至近代，朝鲜半岛的汉文化水平都远高于日本，通过科举考

试选拔出来的朝鲜士大夫阶层成为文坛和对外使行的主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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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实学派兴起于十七世纪，其中李晬光(十七世纪)、
安鼎福(十八世纪上半叶)、李德懋(十八世纪)等著名实学派人

士在与南龙翼、金诚一等朝鲜通信使进行思想交流之后，萌生

了自己的日本观，对日本的经济成就、工艺水平评价很高。而

这些日本观的发展，又极大地影响了通信使对日本的认识：十

七世纪的庆暹、金指南等人对日本经济的评价就很高。实学

派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朝鲜修信使力主“东学日本”的开

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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